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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村治与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建构

李华胤

摘要：村落共同体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经典议题。村落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国

家治理的基础。建立在家户制基础之上的村落社会既具有整体性与稳定性，也具有分散性、分化性和

矛盾冲突性，但村落社会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共同体形态。本文在“认识和理解村落共同体就要进入

共同体内部”的研究主张下，运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深入村落共同体内部研究发现，乡贤群体作

为村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内生性权威，成为村落社会的权力主体和治理主体。乡贤在整合

村落社会资源和调和社会关系基础上，通过共同行动满足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性需求，解决村落社会

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抑制分化和对立，最终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联结，维系了整体性秩序，并塑造了村

落社会的共同体状态。村落共同体既是生活实体，也是共同性和整体性的关系状态。乡贤是村落共同

体建构的重要主体，乡贤治村是村落共同体建构的核心机制。没有乡贤的有效治理，村落社会可能很

难形成具有共同性和稳定性的共同体。认识和理解“乡贤治村”作为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核心机制，

特别是在当代乡村社会面临原子化与个体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发挥乡贤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对于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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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共同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存在形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

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村落是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当然，农业社会也孕育出了不同形态、不同层次

的共同体，村落共同体便是其中之一。村落共同体也一度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讨论议题，“传统中国是否

存在村落共同体”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形态是什么”便是学者争论和讨论的核心话题。村落共同体指的

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的人群，基于共同的生活、生产、习俗、利益、社会交往和文化认同而形成的

一种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形态。村落共同体是基于乡村人群在关系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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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而得以形成和维系的，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人为的社会建构。那么，传统中国

村落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内在的建构机制又是什么呢？

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教授发起了“深度中国农村调查”，对全国七大区域的 120个村落的

社会历史形态进行深入调查。该调查深入村落社会运行的微观场域，涵盖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和治

理等各方面内容，完整且全面地再现了传统时期的村落社会与治理形态。根据已经出版的《中国农村调

查》（村庄类）（包括华南区域第1～9卷、长江区域第 1～10卷、黄河区域第1～12卷）
①
中有关“村

落社会、村落治理”等方面的调查资料（以下简称“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乡贤群体作为中国传

统村落社会中的权威主体、权力主体和资源主体，在村落共同体的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

文提出了“内部视角”，主张“要认识和理解村落共同体，必须进入其内部”，以乡贤为切入点，从乡

贤的治理行为出发对村落共同体的内在建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厘清传统中国村落共

同体的建构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②
。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是其中的重要议题。无论是新时代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还是传统中国村落

共同体，都具有人为建构性。共同体作为一种稳定的整体性形态，其内部的建构性力量是核心要素。通

过研究乡贤、村治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内在关联机制，本文能够为当前以新乡贤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

体的建构提供理论借鉴。

二、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部视角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乡里乡亲”“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村落是乡村人群的生活空间，

既是社会自我治理的场域，也构成国家治理的基础。“村落”这一概念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首先，

“村落”是一个地域社会性概念。王沪宁（1991）认为，中国的乡村分为不同的、形态各异的村落，乡

民的生活主要在自己的村落中展开，家族生活也以村落为基地。在这个意义上，村落是指具有共同居住

空间或居住生活关系的人群的集合。其次，“村落”也是一个国家行政性概念。《周礼》中提到，“掌

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
③
。其中，“乡”指的是由若干村落组成的“里”

以上、“县”以下的地域性行政管理单位，而“里”则指的是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末梢的乡村地域单位。

“里以村落和居住地域为基础，是基本的基层行政管理和赋役征发单元”（鲁西奇，2021）。在传统中

国，国家权力对村落社会而言，更多地只有资源汲取功能和政治控制功能，而无治理和服务功能，村落

社会更多的是一个依靠内生性秩序得以运行的社会性单位。因而，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来理解，

“村落”都是由有着共同的居住、生活、情感和习俗的若干社会人群组成的“村落社会”。

社会是人群的集合，村落社会则是共同生活在村落地域空间下的人群的结合，家庭是村落社会的

①
该书系于 2017－2024年陆续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4页。

③
钱玄、钱兴奇、王华宝、谢秉洪注译，2001：《周礼》，长沙：岳麓书社，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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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单元。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进行了区分研究，他将“共同体”理解为按照亲属、

邻里和友谊等关系力量形成的人群结合状态，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滕尼斯，

1999）。滕尼斯对于共同体的理解是从结合关系的意志属性来界定的，按照本质意志建立的结合关系

是共同体，按照选择意志确立的结合关系则是社会。也就是说，共同体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反映着特

定人群之间的关系结合状态和生活状态。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基本类型。

血缘共同体基于共同的血缘关系，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滕尼斯，1999）。中国乡村社

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在地理形态上呈现为“湾、坪、场、垸、庄、沟、屯、堡、寨”等。人们在这

些地理形态各异的空间上冠上姓氏，就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社会标识的村落社会，将村落社会彼此区

分开来。费正清（1999）对中国村落进行了细致刻画，指出“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

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费孝通（2008）则认为

“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当然，受制

于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影响，农户在长久的共同生产和生活中会形成共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共同的利

益以及共同的文化和惯习。当然，在国家建构的“乡里制度”之下，村落农户彼此之间还因共同的地

缘关系而负有共同的政治责任关系，形成了支撑国家政权的基础性政治责任共同体。“凡是在人以有

机的方式由他们的意志相互结合和相互肯定的地方，总是有这种方式的或那种方式的共同体”（滕尼

斯，1999）。胡彬彬（2021）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村落的宗族化发展、村民互助体系的形成、村民信

仰的同质化、村落治理的乡约化四个内在的历史文化结构特点决定了传统中国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张

思（2005）基于农民生产中的结合行为，认为“一个时代的村民结合的基本形态反映着该时代村落共

同体乃至农村社会的性质”，华北农村的农民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而结成的协同、互助、合作关系，

反映在生产劳动、自治防卫、精神需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共同的行动和行为表现出来，

充分说明了近代华北农村具有共同体的性质。总之，村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共同血缘关系、共同地缘

关系、共同利益关系、共同文化关系和共同政治关系基础之上的共同体。只是在中国不同地域的乡村

社会，这些共同性关系会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等的联结程度和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但

这并不否认传统中国村落社会的共同体性质。

村落共同体是一个有机体，但这个有机体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私密的和内向性的。村落共同体内

部的成员是一个个家户。家户是独立的生活单元、产权单元、生产单元、消费单元、社会交往单元和

政治责任单元，是村落社会的细胞，既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就决定了村落

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包容性。费正清（1999）谈道：“在正常情况下，

农民生活并不限制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形成一个集市地区的一大批村子里。”滕尼斯（1999）

也并不否认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关系，“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

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在村落社会内部，家户单元在土地财产数量、本姓氏家族成

员数量、文化或功名、家庭男丁人口数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村落社会结构并不是水平结构，而是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化、分离甚至是矛盾和冲突。但是，在延续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历史长河中，村

落社会一直保持着稳定性和整体性，村落社会成员之间一直存在着有机的结合关系。那么问题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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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内部存在着分离、对立和矛盾的村落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村庄社会进行了界定，认为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

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

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费孝通，2012）。村庄具

有人群共同生活的特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基层社会：一种是并没有具

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是建立在“有机的团结”基础上的礼俗社会；另一种是

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是建立在“机械的团结”基础上的法理社会（费孝通，2008）。

中国的村落社会便属于前者，村落社会成员彼此熟知、相互信任，并默认一致遵守在共同的、长久的

农耕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礼俗。村落共同体建立在共同的礼俗文化基础之上。在传统村落，“中央所派

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费孝通，2021），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轨道并不对村落社会秩

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维系村落社会秩序并满足共同需求的是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其中最为关键的

群体便是绅士。“一个绅士，他领导推行地方的自治公务，只要他不利用特权，侵夺公产，而真能用

之于公，做些有益地方的工作，他就可以获得公正绅士的美名，得到农民的赞仰与拥护”（胡庆钧，

2014）。换句话说，拥有地方权威的村落绅士在村落共同体的延续与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

韦伯从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维度来理解共同体。他认为，村庄由彼此相邻的家族群体组成，是

一种典型的邻里形式。“邻里是地方共同体（Gemeinde）的天然基础”（韦伯，2009）。村庄之所以

是共同体，是因为村庄内部比邻而居的邻里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睦邻关系。这种关系不受社会地位的限

制。邻里之间的相互依靠、相互帮助体现为一种普遍性的博爱关系，进而在村庄内部形成一种紧密的

社会关系联结。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中国的村落进行了深入解读，指出中

国的村落建立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之上，受到皇权和官方行政的影响很小，通过自身的组织来运转（韦

伯，2010）。他指出，“村落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具有地方自治团体（Kommunalkorper）的行动

能力”。因此，村落社会是一个内在性整体，具有共同体的属性，但这种内部整体性是基于自治，而

非天然因素。

在日本的村落共同体学派中，一部分学者在探讨“中国华北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这一议题时持

肯定的态度。例如，清水盛光（1951）基于中国华北地区农村的村民在农耕生产和农耕生活中的通力

合作、相互援助、互助合作等行为现象，指出这些行为所形成的共同关系促使了村民的结合。平野义

太郎（1945）则基于中国华北地区农村的村民共同举行的“集会、治安、防卫、祭祀、祈雨、婚葬”

等集团性活动的存在性，认定了华北村落存在共同体。也就是说，村民之间的互助性和合作性行为是

村落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因素。村落共同体建立在特定的生产性合作和生活性互助的基础之上。

以中国东南宗族性村落研究见长的华南学派探究了宗族性村落社会的血缘共同体性质。例如，弗

里德曼（2000）认为，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

重叠在一起，形成了地域性的血缘宗族组织。血缘寓于地缘之中，二者合而为一，成为村落人群结合

的共同纽带。葛学溥（2011）通过对广东凤凰村的研究指出，虽然村落成员存在流动和迁移，“但仍

有两条纽带把个人同凤凰村社区的成员资格联系在一起”，“甚至当由于当地范围内的不足增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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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扩展成为个人成就和表现机会时，社区通过其家族主义的组织机体，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来维持村

落的统一”。共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共同地缘关系是宗族性村落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

村落社会既是一个紧密的血缘社会，也是一个内聚的地缘社会，由此型构了一个血缘共同体与地缘共

同体复合叠加的村落共同体。

可以看到，关于村落共同体的经典理论，要么着重于论述村落共同体成员的社会结合载体或条件，

要么着重于从现实中寻找村落共同体的共同纽带或共同要素，都未能深入村落共同体内部去探讨村落

共同体形成的要素，以及维系其存续的机制。建立在一家一户基础之上的乡里社会，形成了具有强烈

分散性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毛泽东对中国村落社会性质的认识极为深刻，他指出，“在农民群众方

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

济基础”
①
。家户单元的个体性形塑了村落社会内部的分散性。村落社会的分散性不仅会生成村落社

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分离性，而且会降低和抑制村落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性。但是，从整体来看，这样

的村落社会自秦汉到近代，一直延续了千年，并且没有发生太大的结构性变革，甚至成为上层皇权统

治的基础。有学者指出，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中国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在先秦就初步形成，唐宋

以来直至明清，不断完善、越发紧密（胡彬彬，2021）。可见，中国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具有深厚的历

史根基。徐勇（2024a）对“传统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这一经典命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指出：

“中国的村落社会形态及其共同体的形式具有丰富性、进化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社会分化程度愈低，

共同体的自然属性愈高；社会分化程度愈高，共同体的人为构建属性愈强。”这一论断不仅承认了中

国村落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性和区域差异性，也强调了村落共同体具有人为建构性。那么，建立在分散

的家户单元基础之上的村落社会是如何维系的？村落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

题，就必须深入村落共同体内部去探究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制。这是因为，无论是作为实体概念

的共同体，还是作为关系概念的共同体，都是一个有机体，而有机体能够保持共同性、整体性和稳定

性，主要依赖于其内部要素的作用，而非外部因素。

鉴于此，本文提出从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部视角进行分析。内部视角指的是进入村落共同体的内

部，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在把握个体与个体之间共同性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依存依

赖关系和共生共存关系，从而系统地把握村落共同体建构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本文旨在分析分散

化、个体化和多样化的村落社会成员如何在满足共同需求、解决共同矛盾和冲突的基础上，将分散分

化的村落社会群体联结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即具有若干共同性的共同体关系状态。

三、村落共同体的特质与乡贤类型

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是以村落、聚落为基本地域单位的生活性社区。村落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

户，家户是行动主体，是村落社会的行动单位。从外部来看，村落社会具有地域属性、社会属性和生

活属性。村落社会既是家户群的经济生产空间，也是家户群的生活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从内部来看，

①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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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社会具有社会结构上的分化性和社会生活上的共同性，二者并存，共同形塑了一个个体与整体兼

具、分化与共融并存的村落共同体形态。

从传统中国的村落社会结构来看，村落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分化性。家户是村落社会的基本单元，

但家户不是均质的，也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异质性的。一方面，由于家户土地占有量的不同，村落

社会成员既包括拥有土地的地主、富农或自耕农，也包括不拥有土地、以土地租佃为生的佃户。土地

占有量的不同导致家户财富和地位的差异，进一步催生村落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分化。另一方面，

家户人口数量的多少、在同姓宗族中的血缘等级差异、家户男丁人口数量的多少，以及能否通过读书

获得文化名望、国家功名或政治权力等因素，导致村落社会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社会地位的分化。经济

分化与社会地位分化在村落社会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虽然传统农业社会的分化不像建立在个体化、市场化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分化那么严重、

那么复杂，但是如果作一个简单划分，村落社会的分化性使得村落社会内部存在两大阶层：一个是经

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的村落精英阶层；另一个是与之相对的缺乏这些资源的普通民众

阶层，即乡民。萧公权在《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中指出，“从社会上来说，一个乡村的居

民通常分为两大群体，即‘绅’和‘民’；从经济上来说，可以划分为富有的地主和贫穷的佃农，这

条线虽然变动，但很清楚”（萧公权，2020）。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指出，村庄

领导可分成官方和非官方两种（杨懋春，2012）。村庄领导通常与年龄、财富、学识等因素相关。因

此，村落精英与普通农户是村落社会的两大主要阶层，尽管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村落场域，但相对

于普通农户而言，村落精英不仅具有本村村民身份，还具有权威身份，是乡里社会的公共权威，受到

普通农户的普遍认可和尊重。部分村落精英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公共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在村落

社会公共事务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成为村落社会的“乡贤”。明代学者蒋冕把“乡贤”

理解为乡里社会的贤者，即“生于其乡而众共称贤，是之谓‘乡贤’”
①
；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

官方将“乡贤”定义为“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
②
。乡贤是指以乡缘关系认同为纽带的“本

土本乡贤达人士”（姜方炳，2021）。德才兼备且惠及乡里是人们对乡贤最朴素的理解（徐祖澜，2024）。

乡贤既是在地性的主体，也更重在“贤”，是内生于村落社会或更广阔意义上（乡村社会）的权威，

在乡村社会拥有较多的社会权力或较高的社会威望，是村落或乡村社会秩序的领导者和主导者。这里

的“在地性”是指一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的“在地性”。中国传统村落是一个完整的地域社会单位，但

彼此之间不是完全隔离的，而是存在血缘、地缘和文化上的若干联系。即使个别村落由于人口规模、

地域条件和土地等因素的限制，缺少“在村落性”的乡贤，邻近村落中的乡贤也可能对本村产生影响，

成为村落社会中的权威人物，发挥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根据“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村落社会的乡贤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经济型乡贤，

主要是指村落社会中那些具有较多土地资源并具有较高社会威望的地主，或者在村里从事农业产业经

①
〔明〕蒋冕著，2001：《湘皋集》，唐振真、蒋钦挥、唐志敬点校，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206页。

②
〔明〕俞汝楫编，1935：《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卷85（下）《礼部志稿》（二），上海：商务印书馆，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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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老板”。例如，在湖北余村，村中开纸厂的“老板”彭则夫因威望高而被村民称为“则夫先生”。

二是权力型乡贤，主要是指村落社会中具有正式国家权力并具有较高权威的人，如村长
①
、保长、甲

长等。三是文化型乡贤，主要是指村落社会中具有较高文化权威的读书人或有功名的人，如乡绅、教

师、私塾先生、中人、写约人、保人、代笔人等。四是道德型乡贤，主要是指村落社会中具有较高血

缘权威或道德权威的人，如“知客先生”、族长、族贤、房长、长者或长老（“老辈子”）、绅粮、

袍哥大爷、“在讲的”、“问事人”、“会首”、“大乡贤”、“大头首”等。乡贤的具体分类如表 1

所示。权威总是与权力相伴相生。拥有权威的人，往往也会产生相应的权力，因此，乡贤也是村落社

会中的权力主体。

表 1 乡贤的基本类型

基本类型 基本特征 具体内容

经济型乡贤 具有较多土地或财富且威望高 地主（东家）、“庄头”、“老板”等

权力型乡贤 具有正式国家权力且威望高 村长、保长、甲长等

文化型乡贤 具有较高文化权威 乡绅、教师、私塾先生、中人、写约人、保人、代笔人等

道德型乡贤 具有较高的血缘权威或道德权威 “知客先生”、族长、族贤、房长、长者或长老（“老辈子”）、

绅粮、袍哥大爷、“在讲的”、“问事人”、“会首”、“大

乡贤”、“大头首”等

资料来源：徐勇、邓大才主编的《中国农村调查》（村庄类）书系。

从传统中国村落社会的生活角度来看，村落社会具有内在的共同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许多公

共事务需要有人去组织实施”（王晓毅，1993）。在同一个村落地域空间内，包括乡贤群体和普通农

户在内的所有农户共同生活，既有共同遵守和默认一致的习俗和惯习，也在日常生产、生活和社会交

往中产生共同的利益需求。韦伯（2010）认为，中国村落里的所有种种农民生活，绝不可将之想象成

一和谐的、家父长式的田园牧歌。费孝通（2012）则认为，人们住在一起，或相互为邻这个事实，产

生了对政治、经济、宗教及娱乐等各种组织的需要。根据“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在传统中国的

村落社会中，一家一户虽然独立自主，但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彼此之间存在着若干共同性的需求，

如堰塘、水坝、水塘、灌溉沟渠等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维护，桥、路、渡船、庙宇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修

建与管理，村落安全防卫设施及组织的建设与运行，教育供给、孤寡贫困群体的救助、灾害救济、婚

丧互助、节庆文化活动组织、祭祀活动等社会文化需求。这些需求与家户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无关，

是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性需求，也是共同利益的体现。即使是拥有较多经济、社会、权力和文化资源

的乡贤群体，也同样面临这些需求，他们单靠自身力量也无法完全满足，必须依赖于更大范围的家户

联合行动。“家户制具有二元性、混合性，更强调个体性（非西方意义的自然人个体，而是家户个体）

和个体之于整体的相对独立性、差异性”（徐勇，2013）。进一步，家户单位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

往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意味着家户之间既存在利益的一致性，也存在利益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

意味着村落社会成员之间可能会产生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或冲突，具体表现为土地租佃或买卖中的纠

①
本文中的“村长”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对“一村之长”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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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用水与分水中的水利纠纷、市场纠纷、互助合作中的纠纷、邻里纠纷、地邻纠纷、分家或财产继

承的纠纷、借贷纠纷以及社会交往中的矛盾等。这些矛盾或冲突涉及村落社会中的多个家庭单位，甚

至会延伸至更大的家族单位。矛盾或冲突的存在对于村落社会具有一定的分解性，也会影响村落社会

成员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只有有效化解矛盾或冲突，村落社会成员才能正常生活和生产。矛盾或

冲突越多、越得不到解决，村落社会秩序就越混乱，进而削弱其稳定性和整体性。因此，秩序不仅是

一种理想追求，更是一种现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村落社会矛盾或冲突的化解也是一种共同性需

求。每个村落社会成员都希望所生活的村落社会是一个有序的美好空间，而无序的村落社会定然不可

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

无论是超越一家一户的解决力量的物质性需求，还是协调家户间关系的社会性需求，在村落社会

场域，它们都构成了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性需求。当更多家户需要满足这些需求时，这种共同性需求

便转化为一种规模性的共同性需求。在传统社会中，“皇权的官方行政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

区”（韦伯，2010），国家只将收税和兵役的职能延伸至村落社会，而不直接对村落社会的共同性需

求和公共秩序进行介入和干预。村落社会共同性需求的满足和公共秩序的维系并没有进入国家治理的

议程，只有当这些需求或秩序问题对国家政权产生不利影响时，国家才会主动介入进行治理。

因此，村落社会的共同性需求都需要依赖于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进而形成目标一致的共同

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共同性的需求、解决共同性的矛盾或冲突，使乡里社会处于大家都能正常

生活和生产的有序状态。韦伯（2009）认为，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像自然灾害、社会突变这种

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大量特殊需求，都要依靠超出单个家族的社会行动去满足：邻里间的援助。村落社

会的共同性需求和矛盾冲突化解属于内生性需求，仅凭一家一户的力量是很难得到满足和解决的。只

有通过有效的社会行动将乡里社会成员联结为一个整体，并依靠整体的力量或共同的力量，才能解决

矛盾或冲突、满足共同性需求，从而生成村落社会稳定的内生性秩序，将村落社会维系在一个适合生

活或生产的美好空间。因此，拥有权威和权力的乡贤便成为满足村落社会成员共同性需求、解决矛盾

或冲突的内生性力量，构成村落社会的治理主体。作为村落社会人群的组成部分，乡贤不仅享有权威

身份，更具备社会职能。张仲礼（2008）认为，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

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乡贤，在解决共同性需求、化解矛盾或冲突中具有强

烈的道德责任感。同时，乡贤的“在地性”也客观上决定了他们在满足共同性需求、化解矛盾或冲突

方面的作用，是对有序乡里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

四、乡贤治村与村落共同体的建构

治理是权力主体通过有效的手段和行为解决问题、满足需求、调解矛盾或冲突、调和乡里社会关

系的一种政治行为。乡贤是乡里社会的内生性权威主体，也是内生性权力主体。他们是满足乡里社会

成员的共同性需求、解决村落社会的矛盾或冲突的治理者。整合资源、共同行动、调和关系等是主要

的治理方式，而乡贤之“贤”也正是在这一治理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强化。温铁军（2000）指出，传统

的“乡村自治”本质上是“乡绅自治”；秦晖（2014）提出了“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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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这说明，在传统乡村社会，具备儒家所说的“贤能道德”的乡绅构

成了乡村自治的主体。换句话说，在国家不直接为村落社会提供公共品、国家法律悬浮于乡村社会之

上而未能产生秩序的传统时期，乡贤治村是村落社会公共品供给和秩序维系的基础。那么，乡贤治理

了什么？他们是怎么治的？这种治理又是如何形塑村落社会的完整性的？这是需要进一步回答和解释

的问题，即需要进入村落共同体内部，探究其内在治理机制。根据“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乡贤

的村治功能主要体现为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组织小型的基础性公共设施建设。费正清（1999）在用乡绅的社会职责来解释不到 2万名

的正式皇帝任命官员如何治理一个超过 4亿人口的国家时，认为“士绅在每个乡里履行许多重要的社

会职责。他们为诸如运河、堤堰、水坝、道路、桥梁、渡船之类的灌溉和交通设施进行筹款和主持修

建”。帝制皇权政府是一个悬浮于村落社会之上的权力组织，只负责大型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如大型

水利工程、桥梁建设等。村落社会作为人群具体生活的场域，与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型基础设

施建设通常无法依赖国家供给，而是以自治方式进行。通常由乡贤提出议题，动员村落社会的富裕农

户捐款捐物，并组织普通乡民投工投劳，共同建设灌溉水渠、堰坝、桥梁、道路、渡口或渡船等，以

满足村民的共同需求。

第二，兴办乡村教育，组织村落文化活动。乡贤群体具有共同的文化身份，是村落社会中为数不

多的读书人，是文化礼仪或伦理道德的象征。一方面，乡贤群体积极支持和维护儒家教育，通过捐资、

筹资或自筹等方式在村中兴建教育机构，如私塾学校，并由村中的读书人或有功名的人担任教书先生；

另一方面，春节、端午等重要节日的节庆、祭祖、庙会活动，以及干旱年份的祭神、祈雨等文化仪式，

属于村落社会的公共文化活动，是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性精神生活需求，通常由村中的乡贤负责主持，

并组织临时性执行团队负责具体事务。此外，乡贤也会动员村中的互助合作性文化组织，让他们自发

组织并负责相关事务。在这些文化活动中，乡贤始终是主要组织者，活动经费通常由包括乡贤在内的

乡民共同出资，或通过有偿服务方式筹集。

第三，组织防卫力量，满足乡村安全需求。拥有暴力机器的国家安全力量并未延伸到村落社会，

悬浮于其之上的郡县政权组织很难顾及村落社会的安全防卫。因此，村落社会的安全防卫只能依赖自

身力量。村落社会的安全需求主要体现在村落防卫和庄稼保护两个方面。对于前者，通常由乡贤群体

负责动员村中农户，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制定相应规则，并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相对公平的

方式筹集资金，组织劳力修建寨墙、寨海子等防卫设施。同时，乡贤还负责组建“红枪会”“保安会”

等自卫组织，开展夜间巡逻，以满足村落社会成员共同的安全需求。对于后者，村民通常依据地邻关

系自发成立“看青会”“青苗会”等合作组织，但当组织规模扩大，涉及全村人的经济利益时，庄稼

保护的组织和领导通常由具有高度利益关联的乡贤承担，他们不仅负责统筹协调，也要调解与生产相

关的矛盾纠纷。这些乡贤往往拥有大量土地，因此保护庄稼不仅是他们的直接利益所在，也关乎整个

村落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第四，救助孤寡贫弱，救济村落社会成员。村落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之一是“村落作为社区对于社

区内成员有保护、保障功能，对社区外成员则具有排斥功能”（毛丹，2000）。村落对社区成员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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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保障功能主要落在乡贤的身上。一方面，在族长、村长等乡贤的推动下，村落社会通常会设立各种

名目的公田，如养老田、祠堂田、书田、义田等，并利用公田的租金对村里的孤寡老人、贫困读书人、

贫弱寡妇等进行生活救济，使他们能够正常生活，确保孤寡老人去世后得到妥善安葬。另一方面，对

于村中的孤寡贫弱成员，乡贤通常会带头捐资捐物，并说服村里的富裕农户一起参与进来，以自愿的

方式捐粮捐物，帮助有困难的村落社会成员。在旱灾、虫灾、水灾等灾害年份，乡贤往往会积极带头

组织富裕农户捐粮捐物，施粥、施种，以保障乡邻生存和正常耕种；同时，他们也会积极与县政府沟

通，争取更多的救助物资和政府捐款，以缓解村落社会的生存压力。

第五，化解乡邻矛盾冲突，调和村落社会关系。费正清（1999）认为，在传统中国，“民间纠纷

常常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来解决”，“邻居间的争吵，可由村长、乡邻友好或士绅来调解”。包括

族长、村长、士绅等在内的乡贤群体是村落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重要主体。他们或以主动、或以被动

的方式介入矛盾纠纷的场域，凭借乡民普遍认可和遵守的族规、村规以及惯习，通过协商、说服、讲

道理等方式，促成彼此接受的解决方案，将社会关系维系在正常值。“儒教型”乡村精英主要采取教

化乡民、处理公共事务、主持公道、募集善款等方式维持乡村社会的传统自治秩序（刘开君，2023）。

乡贤在化解乡邻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时，无法依赖暴力手段，而是基于村落社会默认的公理来调和村落

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矛盾冲突化解机制，如“断道理”“说公”“话公”等。

第六，担任各类经纪，供给权威资源。乡贤群体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因读书或取得功名而成为村落

社会的文化精英。相较于普通乡民，文化精英在村落社会中天然地对文字语言具有权威感和话语权。

“口说无凭，字据为证”是乡民普遍尊奉的行为取向，尤其在经济生活中体现得更为深刻。人们根据

人际关系的亲近程度邀请乡贤在土地买卖、土地租佃、分家继承、市场交易、婚丧嫁娶等活动中充当

主持人、中间人、介绍人、担保人、写约人、代笔人等，以乡贤的权威赋予经济社会行为合理性与正

当性。在村落社会，没有乡贤见证的经济社会行为，没有乡贤执笔的契约，似乎很难被信任和认可。

各类乡贤的权威资源既确保了村落经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行为当事人能

够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第七，制定和执行村规民约，维系共同认同的规则。传统社会中，与“皇权不下县”相对应的是

“国法不下乡”，国家法律只是作为一种制度外壳将乡村社会包裹起来，却未能深入延伸到乡村社会

内部（徐勇，2008）。在村落社会，无论是公共活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矛盾冲突的调解，乡

贤的个人权威只是其能够成为治理主体的基础要素，更关键的是，他们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凭借村落社

会成员共同认同的村规民约，而非个人偏好。乡贤是村规民约的维护者和实践者，将村规民约的价值

性权威转换为实践性权威，从而实现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目的。同时，乡贤也主导着新的规则的生产。

在特定的公共活动中，乡贤根据治理的需要和乡民参与需要，制定乡民同意和认同的新规则。例如，

在河南蔡村，乡贤在组建村庄防卫巡逻队时，为了保证参与的公平性，就制定了这样的规则：“出粮

10担之户，不出丁巡寨。出粮 10担以内之户，户均一丁。不出粮者，户均两丁。”
①
相较于正式的法

①
来自笔者 2016年在河南蔡村开展村庄历史形态调研时村中一位老人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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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村落社会的规则带有很强的功能性和适应性，能够根据治理需要随时调整，满足了特定治理

情境的秩序需求，也逐渐丰富了村落社会的治理规则体系。

综上所述，在传统社会，乡贤是村落社会中的权威主体，构成村落社会治理的主体。乡贤的村治

行为不仅为村落社会成员带来了公共生活福祉，而且在维系和稳定村落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统村落社会并非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因此，在七大类型的治理内容中，经济型、权力型、文化型

和道德型乡贤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治理功能。由于权威基础不同，不同类型的乡贤在村治中的作用也

存在一定的差异：经济型乡贤侧重于资源整合，权力型乡贤强调与国家政权的互动，文化型乡贤更注

重文化认同与教育，道德型乡贤则致力于维护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多元化的乡贤群体有效满足了乡

村社会在公共事务自我治理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唯有“贤”，方能治。从“治”的意义上看，村落秩

序的维护与发展是多元乡贤群体的共同目标。“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存在形式，体现了一种社会的质

的规定性，即“共同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与分散性、孤立性和差异性相对

应（徐勇和李华胤，2024）。乡贤治村不仅维系了村落社会的整体性，削弱了村落社会内部的分散与

对立，还通过基于共同需要的治理行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部共同性，构成村落共同体建构的核心

机制。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之间显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贺雪峰，2013）。乡贤治理村落社会

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地建构和强化村庄社会关联，以“治”来稳定和发展“秩”。同时，乡贤的权威也

在治理实践中得到具体体现和强化，并进一步增强了村落社会成员对乡贤治村的依赖感。乡贤治村实

现了村落共同体的建构，其具体机制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基于治理的共同利益联结机制。乡贤治村的核心在于实现并强化村落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

联结。利益是共同体成员建构共同性的基础要素。费孝通（2012）认为，若干“家”联合在一起，形成

了较大的地域群体，而大群体的形成取决于居住在一个较广区域里的人的共同利益。在村落社会中，凡

是超出家户单元自给自足能力的需求，通常涉及所有村民的共同利益，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必须依赖于超

越家户单元的村落社会单元或家族单元。为了实现共同利益，村落社会设置了大量的“公共土地”，这

不仅构成了村落社会的共同经济基础，也实现了“以经营土地帮扶困难乡民”和“以土地租金进行社会

救助”的双重功能。乡贤拥有“公共土地”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其权力行使的目标是增进村落社会的公

共福祉。对于那些没有“公共土地”支撑的共同利益需求，乡贤则通过个人捐助、筹资筹劳等治理机制

予以解决。乡贤具有很强的共同体责任感，其治村行为不是为满足个人利益需求的个体行为，而是指向

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基于共同利益的治理机制构成乡贤治村并建构村落共同体的基础。

二是基于乡贤动员的共同行动机制。乡贤的治村行为具有公共行动性，是一种基于共同参与的协

作性治理。乡村精英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社会结构孕育下，对村落共同体图存发展产生了道

义责任（曹阳和赵旭东，2024）。在人类的天性中，生来就具有合群以及互相帮助和支援的需要（克

鲁泡特金，1963）。在日常生产或生活中，村落社会的邻里或地邻之间可能会形成简单的互助合作，

但当面对复杂性、规模性的共同利益需求时，仅靠自发合作难以形成有组织的公共治理行动。乡贤治

村行为虽由乡贤主导和推进，但并非单一的“个体治理”，往往需要组织动员村落社会的共同利益关

联者参与其中，形成乡贤主导的集体行动。具有公共性的集体行动是共同的利益关系、共同的意识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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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共同的规则认同、共同的目标达成的载体。乡贤在治村的过程中将村落社会成员组织动员起来，

围绕共同的利益需求形成共同的治理行动，在村落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共同行动关系，强化了

村落社会成员个体对于村落社会整体的依赖感和认同感。个体对于共同体整体的依赖，是共同体建构

的关键机制。乡贤治村通过有效的治理行动不断强化这一内在依赖感，并且这种依赖并非强制，而是

基于村落成员的自愿选择与共同参与。

三是乡贤治村的分工协作机制。乡贤的治村行为具有一定的分工性。在“乡绅治村”的既定理论

框架下，乡贤作为治理主体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象则是一个个具体的乡贤。村落权威基础要素的多

样性决定了乡贤的具体性和多元化。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变量，也是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关

系也决定着行为。人际关系的亲疏性和权威匹配性为乡贤治理村落社会提供了参照变量。哪一位乡贤

治理哪一类事务，似乎在村落社会存在着默认一致的分工。经济型乡贤、权力型乡贤、文化型乡贤和

道德型乡贤作为治理主体，对村落社会事务治理实现了主体全覆盖。任何需要自治的乡村事务，几乎

都能在村落社会中找到一位与之相匹配的乡贤。马克思曾深入分析社会有机体的内部分工规则体系，

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分工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形成来源于物质生产条件
①
。同样，

在传统中国村落社会内部，乡贤治村的分工也并非随意确立，而是源于村落社会内部的默会认同与惯

习。这种治理模式的形成，根源于国家不直接治理村落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反映了乡民对秩序和稳定

生活的内在需求。这种治理分工，不仅有效维系了村落社会的生存和生活，而且塑造一种无形但有序

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行使秩序，进而确保村落社会的内部秩序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四是整体性社会关系的维系机制。共同体既包括“原始共同态”及其历史背景，也在更广阔的意

义上囊括“共同组织”之整体（大塚久雄，2024）。从广义上讲，共同体是一种被某种机制组织起来

的整体性状态，既要组织事物，也要组织关系。整合和调和是组织关系的主要方式。作为一个整体，

共同体并不排斥内部的分化和分层，但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削弱和消解共同体成员之间共同关

系联结的主要因素。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并维系，在于其内部能够生长出抑制分化、缓解矛盾和化

解冲突的治理机制。在治理资源有限的村落社会，社会关系资源是乡贤治村的重要资源。在公共基础

设施供给中，乡贤通过调动社会关系资源，将有限的治理资源相对集中，以公共建设为载体整合分散

的社会关系，使村落社会中个体性、分散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转变为公共性、整体性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矛盾冲突的化解中，乡贤充当村落社会关系的调和者，通过柔性治理方式维系和谐良性的村落社会

关系网络，有效抑制内部的分裂、对立甚至斗争，从而塑造村落社会的稳定性关系结构。乡贤的治理

行为具有社会关系的调和性，实现了“事治”与“关系治”的有机统一。

五是基于共同价值认同的规则机制。乡贤的治村行为基于共同认同的规则体系。村落社会成员在

长久的共同生活和生产中所形成的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惯习、村规族约与伦理道德等，是村落社会

的公约，也是乡贤治村的基本依循。乡贤治村基于内生性的规则体系，人们也基于对规则和权威的双

重认同而认可乡贤治村的行为结果。“良善”的乡贤治村不仅使内生性规则获得了生命力，而且会进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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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强化规则的共同认同度和作用力。反之，违背村落社会公约的治理，不仅得不到村落社会成员的

认可和接受，还会削弱村落社会对内生性规则和乡贤权威的认同度。秩序始于规则。作为村落社会内

生性规则的维护者和实践者，乡贤通过对规则的公平性使用增强村落社会成员对共同规则的认同度，

实现依规治村、以规服人、以规化人，从而维系村落社会内部的整体性秩序。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长期以来是学术界讨论的议题，众说纷纭。与此同时，在当下“共同体”日

益成为政治话语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共同体”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议题。理解共同体的

理论本质，是探讨这些议题的前提。进一步说，深入认识和理解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并建构中国本

土化的村落共同体理论话语，是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历史上，中国作为农业

社会，其基本地域单元是村落。然而，中国的村落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也不仅是国家基层行政单元，

更是一个有机的社会，体现为共同体形态。那么，这样的村落共同体是如何建构的，便需要在理论上

进一步思考。与原始的共同体不同，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是社会人群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互动的结果。

要理解这样的共同体建构机制，就要深入共同体的内部，剖析村落社会的内在运作逻辑。本文基于“深

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从内部视角切入，通过分析村落社会的内部特征、内部结构和内部秩序，揭

示乡贤治村是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核心机制。

村落共同体是建立在村落地域社会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村落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实体，是一个具体

的社会。这个社会集合了特定村落地理空间内的生活、生产、社会交往及其社会关系。共同体本质上

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体现为一种紧密而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状态。在结构上，村落社会以家户制为基

本组织单位，家户是村落社会的基本生活单元、生产单元、消费单元、社会交往单元和政治单元。然

而，家户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带来了家户间关系的家户主义倾向，使其呈现较强的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

色彩，导致村落社会的分散、分化，甚至对立和冲突。在这样一个村落社会基础上，村落共同体不可

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需要人为建构。相较于自然形成的原始共同体，建构性共同体的核心在于通

过治理，将分散的个体整合为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整体。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治理过程。

只有通过治理，才能形成稳定的共同体（徐勇，2024b）。

村落共同体的建构基于有效的治理。乡贤作为村落社会的成员，因其拥有土地、知识或社会威望，

成为村落社会的权威主体，并由此获得治理权力。同时，乡贤的内生性权威赋予其治理村落社会的正

当性。因此，乡贤是村落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主体，乡贤治村构成村落共同体建构的核心机制。乡贤治

村的核心在于整合村落社会资源，满足村民的共同需求，化解成员间的矛盾冲突，从而维系村落社会

的整体性，使其既能维持生存与生活，又能保持秩序稳定。乡贤治村越是趋向于良善和有效，村落共

同体就越坚固和稳定。当乡贤治村失效，甚至完全无效时，村落共同体便容易趋于解体和解散。杜赞

奇（2003）用保护型经纪和营利性经纪的概念来分析乡村社会秩序，认为近代华北地区的村庄存在保

护型经纪。在这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其目的不



李华胤：乡贤、村治与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建构

- 80 -

是为了营利，而是保护社区利益。这也说明，村落社会中乡绅一类的主体在保护村落社会利益、治理

村落社会中，只有形成保护型经纪，才能维持村落社会的完整性和有序性。当然，治理需要组织支撑。

以乡贤为权力主体的村落社会治理组织越完善，乡贤治村越体系化、规则化和制度化，越能形成以整

个村落社会单位为治理单元的治理，进而也就越能形成更紧密的村落共同体。宗族组织是一个以自然

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共同体。即便如此，血缘关系的稳固并不足以自然形成秩序，仍需通过治理

来实现整体性秩序。中国华南区域在血缘宗族基础上建构的村落共同体，之所以比长江区域、黄河区

域的村落共同体更为团结和紧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以族长治村为核心的治理组织和治理架构。

回到理论上看，“共同体”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村落共同体”

概念和理论，并基于对日本村落共同体的考察，建构了日本村落共同体的理论认识体系。然而，简单

地将这一理论套用于中国村落社会，必然会导致认知偏差和事实错位。中国村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制度和文化，因此，要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村落共同体，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村落社会，深入其内部。

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出中国本土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体系。本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内部视角以及乡贤治

村的核心建构机制，目的就在于回归中国村落社会的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村落共同体

理论的认识论和话语体系。当然，中国本土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体系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拓展。

（二）乡贤治村与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当代意义

如果说传统中国的村落共同体建构主要依赖于村落社会自身的力量，而这一力量主要来自村落社

会内部的乡贤群体及其主导的农民行动，那么 1949年之后，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与延伸使得

国家成为村落共同体建构的主要力量。由于不同时期国家建设目标的差异，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村落

共同体形态也呈现不同的样态。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

通过集体化改造，使村落社会国家化，并将其整合进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

权力的收缩，村落的自主性逐步增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村民自治的推行，使村落社会在集体所有

制的基础上，逐步转变为自治共同体。当然，受到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市场化进程冲击，村落社会自身

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原子化、个体化、流动化和利益化是村落社会内部变化的一般性特征，而且这

一变化仍在持续，尚未完成中国城乡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随着这一转型的推进，村落共同体的内

部建构力量和社会联结关系日渐弱化，共同体形态趋于松散甚至解体。

然而，回到实践上看，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村落社会不仅仍然是农民的社会生活单位，而且构

成国家治理的基础末梢。从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来看，村落共同体仍具有多重价值。在社会层面，

具有共同体属性的村落社会建构，不仅能够在个体化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重建具有公共性和共同性的

社会关系，还可以使村落社会成为农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单元。而在国家治理层面，村落共同

体可以作为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基点，为国家整体性秩序提供基础秩序支撑。有学者指出，作为共同

体意义上的村落社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当被重构，而非终结（李飞和杜云素，2015）。从近些

年国家建设乡村社会的政策演变来看，构建现代化的乡村社会始终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这些政策演

变都说明，国家正在通过治理力量重构乡村社会，增强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属性。



李华胤：乡贤、村治与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建构

- 81 -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时期依靠乡贤治村并形成较为封闭的村落共同体不同，当前要建设的村落

共同体是一个现代共同体。具体而言，这样的共同体不仅为农民群体提供美好生活的社会空间，形成

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还能够有效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形成良性互动，并提供基础秩序，

成为治理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将村落社会重构为具有共同体属性的现代共同体，不仅需要国家力

量的支持，也依赖于村落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更需要这两者的共同建构。因此，乡贤作为村落社会

内部具有一定资源、权威、道德、文化等优势要素的主体力量，在当前的现代村落共同体建设中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邓小平曾对历史上党的工作的开展与乡贤的关系作出精辟论述，指出：“在农村工作

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
①
这表明，具

有才德、贤能、思想积极、公共性等要素的乡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建设事业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是可以利用起来的社会力量。

乡贤治村是传统农业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乡贤治村的历史实

践不断地汇聚成了以“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扶弱济困、诚信友爱、回报桑梓”等为核心的乡贤文化，

这些内容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发展，乡贤在新时代乡村社会建设中仍

然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并具有了“新乡贤”这一新的时代界定和称谓。从传统到

现代，乡贤的具体主体虽有所变化，但其背后的乡贤精神、乡贤文化、乡贤品质始终未变。这些品质

具有历史穿透力和生长力，并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和独

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

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②
乡贤是乡贤文化的主体，而乡贤治村则是乡贤文化的实践

形式。传承乡贤文化就是要把乡贤文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社会主义文化相契合的文化精髓、

治理思想、治理资源挖掘出来，并积极培育新乡贤群体，以新乡贤群体为主体，促进乡贤文化在乡村

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早在 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善用乡贤，充分发挥在

外地的浙江籍科技人员的作用”
③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培育富

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④
这说明，新乡贤在新时

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具有积极作用。浙江、湖北等地的农村在培育和发挥新乡贤作用、引导其参

与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地方不仅建立了“乡贤理事会”“乡

贤议事会”等乡贤组织，还逐步形成了包括组织章程和议事制度在内的制度化规则体系。

新乡贤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因为激活了乡贤内在的公共精神和公共

意识，更在于充分发挥了乡贤的治理功能。传统的乡贤治村更多地依赖于乡贤自身的公共意识和道德

素养，呈现自发性和内生性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也不足；而新时

①
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5页。

②
习近平，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 313页。

③
习近平，2006：《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56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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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新乡贤治村要在党的领导下，结合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意志和美好生活共同体的社会需求，进行规

划性的建构，呈现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公共性。新乡贤是基层政府和党组织治理乡村、建设乡村的重要

帮手，既是激活群众公共意识、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治理的主体，也是与群众具有平等地位的共治主体。

具体而言：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可以结合乡村社会实际情况，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培育具有不同治

理功能的新乡贤，并创新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基

础教育建设、乡村文化活动组织、平安乡村建设、乡村低收入人群救助与帮扶、乡村矛盾纠纷化解、

乡村发展资源输入、村规民约建设等方面的治理作用，让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凝聚人心、教化群

众、淳化民风的积极作用，通过新乡贤的有效治村行动及其对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在乡村人群

之间建立共同的利益联结、共同的规则、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行动。这种治理方式能够

将被市场分化的“你、我、他”整合为具有共同性和整体性的“我们”，从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

体这一新型乡村共同体的建构。

当然，在实践中，也需要关注新乡贤治村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资源垄断、谋取私利等。在利

用新乡贤治村推进乡村社会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过程中，要加强对新乡贤的引导和监督，

注重在治理中实现新乡贤的贤能、贤德以及公共意识和公益精神等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同时，需要创

新具有时代性和地方特色的新乡贤治村机制，使新乡贤成为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积极力量。通过将新

乡贤治村与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可以生成新时代的新乡贤文化，在“尚德、尚贤”的社会风气中，

引导基层群众树立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提升公共道德素养。最终，新乡贤凭借贤德治村、公益治村，

将成为乡村德治和自治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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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Elites andVillageGovernance:Mechanis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LI Huayi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NationalGovernance Studies, Institute forChinaRural Studies,

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

Summary: The village community has long been a classic topic of scholarly discussion. A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village also forms the cornerstone of state governance. Rooted in the household-based system, village society

possesses both integrity and stability, while also demonstrating decentraliz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nal tensions. Despite these

contradictions, suchsocietieshave historically sustaineda communal formover time.How, then, is the villagecommunity construct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understanding village communities requires entering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s”. Drawing on the In-Depth China Rural Survey Data from the Institute for China Rural Studies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employing a historicist research approach,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identifies four major types of local elites within village society: economic elites, political elites, cultural elites, and moral elites.

Relying on their endogenous authority, these local elites become central actors in both power structures and governance. By

integrating local resources and mediating social relations, local elites engage in collective actions to meet the shared needs of

community members, resolve internal conflicts, suppress social fragmentation and antagonism, and ultimately establish a network

of common interests. This network sustains the overall social order and shapes the communal structure of village society. The

village community is thus both a lived social entity and a relational state characterized by commonality and cohesion.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by local elites constitutes the core mechanism for constructing village communities. Without effective

governance by local elites, itwould be difficult for village society to develop into a stable and unified community.

Given the uniqu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villages, a genuin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ies cannot be achieved by simply applying Western community theories or Japanese village community models.

Instead, it requires deep, context-specific analysis grounded in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of rural China. Only through

such an approach can a localiz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ies be constructed.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by local elites as the central mechanism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especially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of rural atom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is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building a

governance-oriented rural community rooted in public consciousness and civic spirit.

Keywords:Village Society; Local Elites;VillageGovernance; TraditionalChineseVillageCommunity

JELClassification:A14;D01;Z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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